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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海問題是全球最可能出現戰爭的引爆點之一，也是美國和中國

最可能發生軍事衝突的爭論點。中國對於台灣的軍事威脅，以及中國

在亞洲的影響力日漸增加的兩項客觀事實，正嚴重挑戰美國在亞洲的

霸權地位。因此，對於美國來說，如何避免美中台三角關係的緊張，

不僅影響台海之間的和平及穩定，也攸關美國在亞洲之霸權地位的維

繫。本文最主要目的在於解釋為何小布希政府時期的美中台三角關係

比先前柯林頓總統時期要更穩定，以及分析什麼因素促成美中台三角

關係出現較穩定的情況。其次，本文欲探討小布希政府時期，影響美

中台三角關係持續和變遷的事件和發展、美國對台安全政策背後的理

性意涵、美中台三角關係的策略互動。本文主要的發現如下：第一、

小布希政府時期，結合國內和國際雙元平衡的架構是促成美中台三角

關係和平及穩定之最主要的驅動因素；第二、台灣之於美國的戰略利

益不只是可以維護美國在亞洲的名聲利益而已，而且其也是美國維繫

亞洲霸權的試金石；第三、美國支持去建構一個軍事雙重嚇阻的戰略

佈局，亦即台灣對中國的直接嚇阻，以及加上美國對中國的間接嚇阻

之雙重嚇阻會比美國單方面嚇阻中國對台動武更為有效；第四、美中

台三角關係的現狀是一種穩定而暫時的均衡。 

關鍵字：美中台三角關係、國內的雙元平衡、國際的雙元平衡、軍事

的雙重嚇阻、穩定而暫時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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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蘇聯解體以後，美國在後冷戰時期獨霸全球，成為唯一的超級強權。

以目前的國際現勢來看，美國外交議程上最迫切的課題是反恐運動（九一

一恐怖攻擊事件的影響）、北韓及伊朗發展核武等問題。台海議題雖然不被

列在美國優先處理的問題當中，但其是全球最可能出現戰爭的引爆點

（flashpoint）之一的事實，已經成為許多研究美、中、台三角關係學者的

共識1。台海的問題所牽涉層面相當廣泛，其不僅攸關台灣的未來發展，也

與中國的崛起、美國在亞洲霸權地位的維繫、美中關係、美日同盟等議題

相互連結。其次，在美中台三角關係的發展中，每一個國家的外交行為除

了受到自身與其他兩個國家直接互動的影響以外，另外兩個國家彼此的互

動也會對其發揮作用。因此，三方互動的情形相當的複雜及多變，要釐清

個中的脈絡實非易事。然而，從結構上來看，美中台三角關係是由超級強

權（美國）、地區霸權（中國）和民主小國（台灣）所形成。從過去三方互

動的脈絡發展來看，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在台海問題上常常扮演一個平衡者

的角色，即使其宣稱不會介入中國和台灣之間的爭端。在美國外交考量的

天秤中，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確實比小國台灣更可能受到美國的重視。因此，

以目前的現狀來看，美中關係的外交互動對於台灣的影響會比其他的關係

（如台灣和美國的關係以及台灣和中國的關係）來得更重要。美國在這樣

的結構下，如何扮演一個成功的平衡者角色？其中的分寸如何拿捏，以至

於其他的兩造雙方不會出現不理性的行為或是演變成軍事衝突？以及在面

對中國的崛起之後，美國如何維持其在亞洲原有的霸權地位？等是美國在

台海問題上最關切的核心議題。 

                                                        
1  中國對台戰爭的可能性可以說是美國在即將來臨的世紀中最危險的威脅；沒有其他的引

爆點更可能導致美國和一個大國發生戰爭，以及沒有其他意外事件能夠迫使美國去回應

如此模糊不清的承諾，相關的討論請參閱Betts與Christensen（200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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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5、1996 年，中國選擇在台灣外海附近試射飛彈，使得詭譎多變

的美中台三角關係出現了可能引爆戰爭的緊張態勢。最後在美國派遣兩個

航空母艦戰鬥群到台灣附近的海域之後，中國停止飛彈試射，台海危機宣

告落幕。1995、1996 台海危機是自 1954 年台海危機以來，美中台三角關係

最緊張的時刻，也是美國柯林頓總統的任期中最棘手的外交危機之一。在

2000 年小布希總統上台之後，美中台三角關係的發展雖然發生了一些零星

的衝突和意外事件，但大體上是相對的和平的及穩定的。本文最主要目的

在於解釋為何小布希政府時期的美中台三角關係比先前柯林頓總統時期的

美中台三角關係要更穩定，以及什麼樣的結構因素促成美中台三角關係出

現較穩定的狀況。其次，本文會以相當的篇幅來探討小布希政府時期，影

響美中台三角關係的持續和變遷之事件與發展，以及分析美國對台安全政

策的理性意涵和美中台三角關係的策略互動。就研究途徑而言，本文的取

向主要是從美國的角度來分析美中台三角關係的結構和轉變，並且將焦點

放在其對於台灣安全政策和美中台三角關係之策略互動的影響2。另外，本

文的方法是透過歷史過程途徑來分析小布希政府時期美中台三角關係的演

變。以下，將先分析小布希政府時期，影響美中台三角關係持續和變遷的

事件和發展。 

貳、美中台三角關係的持續和變遷 

小布希政府之美中台三角關係的發展可以區分成兩個時期：從小布希

總統第一任期開始到九一一事件之前，以及九一一事件之後到目前為止。

以九一一作為歷史分野的主要原因在於美國外交政策的結構性轉變。九一

一事件之前，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以促進民主以及和平為首要任務，而九一

一事件之後，則以反恐為優先解決的外交課題。在這兩個不同時期中，一

                                                        
2  另外一個角度是從中國的觀點出發，來看美中台三角關係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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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重要政策的調整和發生的事件影響美中台三角關係的互動。以下將逐一

分析和討論相關的政策轉變和重要事件的意涵。 

一、從 2001 年 1 月到 2001 年九一一事件前的美中台三角關係 

2001 年 1 月，美國小布希總統（George W. Bush）上台之初，對於中

國的外交定位改弦易轍，採取與前任柯林頓總統不同的政策主張。柯林頓

政府認為中國是戰略夥伴者（strategic partner），而布希政府則認為中國是

戰略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Shambaugh, 2000a）。戰略夥伴者的理論

基礎來自於所謂的交往政策（engagement policy）。交往政策認為，美國可

以使用其戰略的優越性，從一個有利的位置來與中國進行交往，甚至是擴

展美國的能力以便於鼓勵中國對於地區性的秩序採取合作的政策（Nye, 

1997）。而戰略競爭者的概念則可以追溯到冷戰時期，美國對於蘇聯的圍堵

政策（containtment policy）。圍堵政策是由美國外交官George Kennan在外交

事務期刊的一篇文章中，以X先生為化名，所提出冷戰時期美國對蘇聯之外

交政策的定位。Kennan（1947: 581）提到：「很清楚地美國是不可能在可預

見的未來，與蘇聯政權享有政治上的親密關係；美國在政治領域上，必須

持續將蘇聯視為是一個敵人，而不是一個夥伴…相對於西方，蘇聯仍屬於

較弱的一方、蘇聯的政策是具有高度彈性的、蘇聯的社會包含一些矛盾最

終會弱化自己全面的潛力；這使得美國具有合理的信心，可以正當化地根

據堅定的圍堵政策去對抗蘇聯」。小布希政府上任之初對於中國新的政策定

位中，可以看出傳統圍堵政策的影子，認為中國是美國在戰略上的競爭者，

以及美國需要透過圍堵政策來抑制中國的戰略企圖。為何美國和中國之戰

略競爭關係是不可避免的？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國家規模、動態發展和相對

的開放給予中國有較大的能力去改變其他國家的行為、去阻止美國與其對

抗、減少美國使用經濟的制裁來對抗中國的影響力、分化美國和其他工業

先進國家的關係和增進自己對東亞國家影響力（Friedberg, 2000）。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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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美國有不同的世界觀、分歧的戰略利益3、對比的政治系統、情報彼

此不共享以及脆弱的軍事關係（Shambaugh, 2000a）。 

當然，美國對於中國不可能採取像過去全面圍堵蘇聯的立場，特別是

在經濟層面的議題上。例如，美國的企業社群因為在中國有重要的投資，

因而抵抗朝向圍堵政策的轉移，使得美國的外交政策出現在企業社群方面

朝向追求經濟交往和軍事社群方面朝向追求戰略競爭之間的二元分歧

（Christoffersen, 2002: 373）。亦即，在經濟議題層次上，美國需要採取與中

國持續交往的政策，以獲取相關的經濟利益。在中國極力吸收外資發展經

濟的時刻，美國成為其中相當重要的投資者。同時對於美國來說，中國低

廉的勞工勢力也提供美國相對的比較利益。因此，小布希政府的中國政策

是一種混合交往和圍堵的一種有限的交往（limited engagement）。國際政治

學者 Gill Bates 認為交往是一種過程而不是政策目標，他主張美國的中國政

策應該不是全面的圍堵或是擁抱中國，應該是一種混合交往和圍堵的一種

有限的交往（limited engagement）。這種說法接近目前布希政府的中國政策

立場（Bates, 1999）。除了政策定位的調整之外，美中關係所發生的事件也

會影響美中台三角關係的互動。在小布希政府就任初期，美國與中國曾經

發生影響美中關係互動的 EP-3 偵察機事件。 

EP-3 偵察機事件發生於 2000 年 4 月 1 日。一架美國 EP-3 偵察機在南

中國海執行任務時，與中國的殲八戰機發生碰撞。中國的駕駛員因而喪生，

而偵察機的二十四名人員則緊急迫降在中國的海南島，並遭到中國方面的

留置。在美國和中國幾次的外交斡旋之後，EP-3 的機組人員順利返回美國。

EP-3 偵察機事件不僅使得美中關係出現短暫的緊張狀態，同時也影響美國

國內對於中國的認知和觀感。對於一些美國人士來說，這個經驗顯示靈活

                                                        
3  David Shambaugh（2000a: 99）談到，雖然北京聲明它將不會尋求支配或是擴大其霸權

在亞太地區時，但是中國對於目前美國支配的亞太地區之安全的建構一定會感到不舒

服；中國政府，特別是軍方，不會傾向容忍美國無限地在這個地區的軍事佈局和戰略的

優勢；這是兩國的基本差異，雖然特別的摩擦點存在於台灣、日本和韓國、飛彈的防禦，

以及也許是南中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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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交可以解決複雜的問題，但是 EP-3 事件更強化了美國國內一些認為中

國是美國的一個危險以及是一個需要進行對抗的敵人之觀點（Lieberthal, 

2002: 6）。更重要的是，美中關係的意外衝突事件也牽動到美台關係的互

動。美國和中國短暫的緊張關係，某種程度反而拉近美國和台灣之間的合

作關係。具體的例證是美國在 2001 年 4 月 24 日宣布批准自 1992 年以來，

最大宗的軍售給台灣（Carpenter, 2005: 125）。除了具體批准對台軍售的行

動之外，美國總統在公開場合的一些談話同樣地也反映出了美國欲維持一

個對中國和對台灣的政策平衡（Sutter, 2003）。 

2001 年 4 月 25 號，小布希總統接受美國電視台ABC早安美國的主持

人Charles Gibson訪問被問到，假如台灣被中國攻擊時，美國是否有義務防

衛台灣。他回答說：「是的，我們有義務」。Gibson接著問，以美國整體的

軍事力量？總統回答：「將採取一切可能的措施幫助台灣防衛她自己」

（Whatever it took to help Taiwan defend herself）（Romberg, 2003: 196）。這

種說法改變了美國過去對於台灣發生軍事衝突時，美國本身如何回應的戰

略性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立場，而成為戰略性清晰（strategic clarity）

的方針。然而，這種戰略清晰的方針並不意謂著美國將無條件的防衛台灣，

特別是當台灣採取單邊的行動去改變現狀或是追求獨立時。如布希總統後

來在接受CNN的專訪說：「我確切的希望台灣遵守一個中國原則、宣佈台灣

獨立不符合一個中國的政策、我們將會與台灣一同努力宣佈台灣獨立不會

發生、以及針對這個議題，我們需要一個和平的解決方式」4。將布希總統

前後的兩種說法放在一起衡量，可以歸納出一種所謂有條件的戰略性清晰

之立場。亦即，美國對於台海問題的主要基調是和平解決，不希望中國或

台灣之任何一方破壞台海和平的現狀，而且美國在台灣未實踐獨立以及中

國仍選擇武力攻擊台灣的情況下，才會協防台灣。 

這種有條件的戰略性清晰之外交方針對於美中台三角關係有何影響？

一些學者談到，小布希政府的政策，比先前美國總統的外交政策更能夠支

                                                        
4  請參閱CNN International, April 25,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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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美國關於在台灣的重要利益，而且同時與中國維持經貿的關係，沒有嚴

重的干擾美國與中國的關係（Sutter, 2002）。另外，在小布希政府任內，為

何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是自 1989 年天安門事件之後最好的時期，主要的原因

有兩點：第一、中國認為與台灣的經濟整合會有利於中國的統一立場，因

此時間在中國這一邊；第二、美國對台海的問題所採取的立場是雙重嚇阻

（a double deterrence）：一方面嚇阻中國使用武力；另一方面使中國相信美

國不鼓勵或是保護台灣獨立（嚇阻台灣實踐獨立）5。 

除了那些因素之外，另一個更重要的因素是美、中、台三方的國內平

衡。首先，在美國方面，這種戰略方針不會因為向台灣或是中國一方過度

的傾斜而遭致支持台灣民主或是支持與中國加強合作之人士的全面攻擊。

換句話說，使得不同陣營的支持力量得到一種平衡。在美國過去的經驗中，

當行政部門過度向中國傾斜時，國會或是一些媒體會進行猛烈的抨擊或制

定相關的平衡政策來加以反擊。當行政部門求取對台灣和中國戰略清楚的

平衡立場時，反對的力量較不容易找到施力點作全面性的攻擊。對於中國

而言，政權中的鴿派人士6（soft-liners）可以美國堅定的防衛台灣立場和絕

對優勢的軍事力量來勸阻鷹派人士（hard-liners）不要進行以武力恐嚇台灣

的行動，同時鴿派人士也以美國願意持續與中國加強經濟合作和堅守一個

中國政策（one China policy）的立場來說服，或是取信於主張對台灣動武

的鷹派或是軍方人士。對於中國的鷹派人士來說，美國堅定而清楚的立場

使其不會對於美國有條件之下防衛台灣的決心感到懷疑，因此維持一種內

部的平衡。對於台灣來說，一方面可以增加台灣的國家安全，嚇阻中國犯

台的可能性，確保台灣民主和經濟政體的存續；另一方面台灣也無法單邊

地改變目前的現狀，例如宣佈台獨或是以公民投票方式實踐獨立。整個來

看，美國維持一個平衡者的立場（balancer），同時制止台灣和中國採取挑

釁的行為，最符合美國在台灣海峽的和平解決立場，同時美國可以避免捲

                                                        
5  相關的討論請參閱Christensen（2003）、Yang（2006）。 
6  這裡我們指涉所謂中國內部主張短期內不以武力解決台灣問題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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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台灣海峽的戰爭或是與中國進行決戰。 

二、九一一事件之後到目前的美中台三角關係 

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之後，反恐成為美國首要的外交職志。在這種的

戰略思維下，美國需要調整全球的戰略佈局，以及尋求其他大國對於反恐

行動的支持和合作。在亞洲方面，美國積極拉攏中國加入反恐行列，其中

特別需要中國協助斡旋北韓的核武問題。也就是說，在以反恐為優先目標

的情況下，美國欲改善與中國的關係，藉此尋求中國在重要議題上的支持

和合作。實際上，美國和中國的合作關係只是短期的結盟關係，長期的議

題設定上，並沒有使得美、中關係從戰略的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

變成安全的合作者（security collaborator）（Yang, 2003）。然而，中國利用

美國欲拉攏中國反恐的時機，希望小布希政府對於台灣問題可以採取像柯

林頓總統時期所支持的三不政策（不支持台灣加入聯合國、不支持台灣獨

立以及不支持兩個中國）。但是美國官員堅持，美國尋求中國支持反恐行動

與美國和台灣的關係沒有任何的連結（Van Vranken Hickey, 2003: 474）。美

國前國務次卿 Richard Amitage 談到：「中國錯誤的假定反恐戰爭和伊拉克

的戰爭可以使他們在台灣問題上獲得報酬，亦即美國可能會在台灣問題上

讓步，但這種事情將不會發生」（Van Vranken Hickey, 2003: 474）。美國的

回應使得中國想要藉由支持美國反恐的實際行動來要求美國對於台灣問題

讓步的想法破滅。同時，這也突顯美國對於中國和台灣問題之脫勾處理的

立場。總的來看，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之後，美國需要與中國維持合作的

關係，但另外一方面不因此以台灣的利益作為合作的交換條件。 

除了反恐任務的合作之外，美中兩國在經濟層面上的合作關係仍然持

續的進行，甚至是深化。幾個關鍵的指標是中國在 2002 年，加入世界貿易

組織（WTO）、美國目前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美國是外國資本投資中國

的第三大國家（Economy, 2003）。強調經濟合作關係的理性基礎認為，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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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交往可以使得中國與國際社會接軌，並使其成為一個維持現狀的大

國（a status quo power）7。具體的證據是中國與國際經濟整合的過程中，

使得中國每年以幾乎 10%的經濟成長率的速度來擴張其經濟，成為近三十

年來世界最快速成長的國家，以及在 2005 年，中國已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

體（Bergsten, et al., 2005）。甚至，中國與國際經濟的整合過程已經促成中

國國內的政治自由化，因此美國需要持續與中國交往來推動那樣的過程

（Economy, 2004）。另外一方面，美國與中國的經濟交流對於美國也造成一

些有利的結果，例如低成本的中國進口貨物使得美國的消費者節省相當多

的金錢（自從中國 1987 的改革開放到 2004 年，已經節省 100 億美元），以

及美國的大型企業如Boeing、Ford、General Motors、IBM、Intel、Motorola

等可以從中國購買低成本的零件來節省資源，以增加其在全球市場的競爭

力（Gilboy, 2004）。從經濟的角度來看，中國已經成為舉足輕重的世界大國。

中國作為大國可以享有重要的利益，但同時其也被要求分擔一些國際責

任。從美國前國務次卿Robert Zoellick最近的一段談話，可以看出美國對於

中國在經濟整合下的新定位。Zoellick（2005）談到：「中國是巨大的、目

前正在發展中、以及將會提早影響世界；對於美國和世界來說，基本的問

題是中國將如何使用其影響力？為了回答這樣的問題，需要提出一個超越

原本的開啟門戶讓中國進入國際系統之政策的時候；我們需要去促使中國

在國際系統中，變成一個負責任的利害關係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

以及中國有責任去強化讓其成功發展的國際系統」。Zoellick之談話的主要

意涵在於，拒絕美國對於中國採取冷戰時代的圍堵政策，以及強調美國預

見有一天將會出現一個真正強大和穩定的中國，但也樂意見到中國願意在

世界扮演主動和建設性的角色，同時希望一個崛起的中國在國際系統中，

成為一個負責任的利害關係者，幫助解決共同的安全和經濟問題，以及減

少地區和全球的緊張（Christensen, 2005a: 2-3）。整個來看，美國對於中國

之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端是主張與中國進行經濟交往，並且力促中國的行為

                                                        
7  有關中國是維持現狀的國家的論證，請參閱Johnsto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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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國際社會的規範和期待。美國國務次卿Zoellick的談話正是這種政策的

最佳寫照。 

雖然美國在反恐和經濟議題上採取與中國合作的立場，但在戰略安全

方面，美國仍然設想中國是一個潛在的軍事威脅。例如，在 2001 年 9 月 30

日國防部所公佈的『四年期國防總檢討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中談到，一個具有可怕的資源基礎的軍事競爭者將會出現在東亞或是東亞

的沿海（Lampton, 2001: 108）。這個競爭者指的即是中國。其次，美國國防

部在美國核子武器狀況評論的刊物中，討論美國在未來台灣與中國可能的

軍事衝突中，如何使用核子武器的情況，以及在國家安全策略的文件上談

到，美國會使用先發制人或是單邊的武力去對抗美國和國家安全所認知的

威脅（Ward, 2003）。亦即，在美國的政府部門當中，特別是國防部，一直

未放棄將中國視為是美國的威脅或美國的敵人。另外，反恐的議題雖然促

成美國和中國強化彼此之間的合作關係，但是同時美國也持續強化與亞洲

盟友的安全合作機制來抗衡中國在亞洲日益增強的影響力。例如美國持續

與日本、印度、東南亞國家（新加坡、菲律賓、印尼）等加強軍事合作的

機制，形成一種在地緣政治上包圍中國的佈局（Medeiros, 2005）。美國與東

亞各國的合作關係源自於美國在亞洲所推動之軸心（hub and spoke）雙邊主

義政策，這種政策主張透過與東亞國家雙邊的軍事合作和結盟的關係，形

成一個以美國為主軸或是支配的東亞安全秩序（Ikenberry, 2004; 2005）。 

在這些美國與東亞國家的雙邊關係當中，美日的同盟關係對於防堵中

國在亞洲日益增加的影響力具有指標性的作用。小布希政府上台之初，便

強調日本對於美國東亞政策的重要性（Lieberthal, 2002）。在九一一事件之

後，美日兩國除了致力於反恐的行動之外（特別是北韓問題），更關切中國

的崛起對於東亞秩序的威脅，因此積極強化雙邊軍事安全的合作機制以資

因應情勢的變化（Okamoto, 2002）。甚至，美日同盟共同的戰略目標具體投

射到攸關東亞和平及穩定的台海安全問題上。具體證據是在 2005 年 2 月，

美日兩國於「二加二」會議（外交和軍事部長會議）中，將「鼓勵臺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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峽之相關議題透過對話和平解決」列為美日的共同戰略目標8。透過美日同

盟關係的發展可以說明美國在東亞戰略安全架構的一環，以及這個架構主

要的戰略核心目標－中國。 

綜觀之，美國小布希政府目前對於中國的立場是採取所謂兩邊下注以

避險（hedging）的策略（Medeiros, 2005）。一方面，透過經濟的合作積極

與中國交往，鼓勵中國與國際系統接軌以及促使中國符合國際社會的行為

規範；另一方面加強與亞洲各盟友的軍事合作關係來抗衡中國日益增加的

亞洲影響力。所謂避險策略是指美國政府不願意孤注一擲於特定的一項政

策，以便降低或分散可能的風險。如只策重經濟合作，可能因此會犧牲美

國在亞洲的戰略利益，或是過於強調安全對抗，可能會導致美中衝突的升

高，破壞彼此的經濟合作關係。美國的避險策略對於中國的東亞政策產生

直接的影響。在經濟議題方面，美國的策略促成中國與東亞區域組織或是

與中國周邊的國家積極進行經濟議題的對話和合作（Shambaugh, 2004/ 

2005）。在安全議題方面，美國與亞洲各盟友軍事合作的東亞戰略促成中國

積極發展睦鄰政策，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來抵制美國的亞洲權力或是平

衡美國所領導的同盟關係（Christensen, 2006）。 

小布希政府除了運用巧妙的策略來因應東亞的情勢之外，同時也要回

應台灣或中國所提出的議題或具體的行動對於美中台三角關係的衝擊。相

關的議題和行動有一邊一國的主張（台灣）、四不一沒有的承諾（台灣）、

反分裂國家法（中國）和廢除國統會和國統綱領（台灣）等。2002 年 8 月

3 號，台灣陳水扁總統對世界台灣同鄉會東京年會以視訊方式發表演說時，

談到：「台灣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國家不能被欺負、被矮化、被邊緣化及

地方化，台灣不是別人的一部分；不是別人的地方政府、別人的一省，台

灣也不能成為第二個香港、澳門，因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立的國家，簡言

之，台灣跟對岸中國一邊一國，要分清楚」9。陳總統所提出一邊一國的言

                                                        
8  《自由時報》（2005/2/19，2 版）。 
9  中華民國總統府新聞稿（ 2002/8/3）（ http://www.mac.gov.tw/big5/mlpolicy/ch94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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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對於美中台三角關係產生不小的衝擊。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針對

一邊一國的言論發表措辭嚴厲的聲明，認為這是陳水扁堅持台灣獨立的證

明10。美國方面對此言論也提出相當程度的關切。因此，台灣方面緊急指派

大陸委員會主委蔡英文赴美解釋陳總統的陳述不是推動台灣獨立，以及無

論如何總統的意見陳述不必然等同於政策（Romberg, 2003: 208）。美國方面

對於一邊一國言論的回應是重申其不支持（do not support）台灣獨立的立

場（Romberg, 2003: 208）。持平來看，一邊一國的言論主要是針對特定團體

的演講內容，並不能代表政府的政策或是立場。 

實際上，影響美中台三角關係穩定與否之台灣方面的立場是陳水扁總

統在兩次就職演說所提出的承諾。陳總統在 2000 年就職演說中提到：「只

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不會宣布獨立，不會更改國

號，不會推動兩國論入憲，不會推動改變現狀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

統綱領與國統會的問題」。這就是著名的四不一沒有的承諾。之後，在 2004

年就職演說中，陳總統重申：「公元 2000 年五二○就職演說所揭櫫的原則

和承諾，過去四年沒有改變，未來四年也不會改變」11。四不一沒有承諾的

核心主要是台灣不會片面的改變現狀，破壞台海的區域和平以及穩定。四

不一沒有的說法與美國欲嚇阻台灣朝向獨立的戰略目標互相呼應。然而，

對於台灣的承諾，中國並沒有對等的回應，甚至還制訂法律來合理化對台

使用武力的手段。中國立法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 2005 年 3 月 14 日

通過反分裂國家法，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以及反對台灣獨立的立場。

更關鍵的是在反分裂國家法第八條中談到：「台獨分裂勢力以任何名義、任

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裂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

                                                        
htm）（2006/12/1）。 

10  相關的內容，請參閱《中國時報》（2002/8/6，頭版）。 
11  請參閱中華民國總統網站（www.president.gov.tw），第十屆總統、副總統就職演說──「台

灣站起來 迎接向上提升的新時代」（2005/5/20）以及第十一屆總統、副總統就職慶祝大

會 致 詞 （ 2004/5/20 ）。（ 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prez/showspeak.php4? ）

（2006/12/1）。 

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prez/showspeak.ph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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裂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

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領土完整」12。所謂採取非和平的方

式即是在法律上允許中國於上述的情況下，可以合法使用武力對付台灣。

美國對於反分裂國家法的立場，可以從國務院發言人Richard Boucher的談

話看出端倪。Boucher談到：「今天，對於中國領導者決定讓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通過反分裂法－這是不幸的。這項法律對於台海的和平及穩定是沒有

助益的，以及因為那樣的理由美國感到不幸；他重申，反分裂法與最近兩

岸關係中相對正面且和緩的趨勢相違背，這項法律只會使立場僵化；所以

我們反對任何藉由非和平的手段來決定台灣未來的任何企圖，以及我們將

持續鼓勵海峽兩邊要從事和平的對話來解決他們的差異」13。不僅美國行政

部門如國務院傳達對於中國不滿的聲音，美國國會也持相同的態度。美國

眾議院以以四二四比四票，幾乎全體一致的通過決議案，對中國的反分裂

國家法表達嚴重關切，並重申台灣前途應和平解決14。從美國行政和立法部

門的反應和所用的字眼（反對、嚴重關切）可以看出美國對於中國企圖以

非武力的手段改變台海現狀的嚴正立場。 

中國通過反分裂國家法，對於台灣也造成重大的影響。2006 年 2 月 27

日，陳水扁總統在國家安全高層會議中，認為基於主權在民的原則，和中

國持續以反分裂國家法等非和平的手段意圖片面改變台海現狀後，決定將

國家統一委員會「終止運作」（cease to function），以及國家統一綱領也「終

止適用」（cease to apply）15。終止國統會的運作和國統綱領的適用使得過

去四不一沒有承諾中的一沒有的部分，不再適用，只剩下原先的四不原則。

美國方面對於這項行為的反應是要求台灣重申過去不改變台海現狀的承

                                                        
12  有關反分裂法的內容可以參閱中國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2006/12/1）。 
13  請參閱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Richard Boucher的每日簡報（ Daily Press Briefing ）

（2005/3/14），相關的資料可以從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05/43404.htm連結獲

得（2006/12/1）。 
14 《中國時報》（2005/3/18，第 2 版）。 
15 《中國時報》（2006/2/28，頭版）。 

http://big5.xinhua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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諾。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Adam Ereli指出：「我今天要特別提出，陳總統重

申就職演說中所提不改變台海現狀的持續承諾。而我們也強調北京有必要

與台灣民選領導階層展開對話」16。美國的立場認為，不管是台灣或中國皆

不能單邊的改變現狀去破壞台海的和平及穩定。這也是美國小布希政府對

於台海問題的主要基調。 

對於一邊一國的言論、四不一沒有的承諾、反分裂國家法、終止國統

會和國統綱領等議題的分析，可以看出個別國家的單邊行動（特別是中國

和台灣）如何形成美中台三角關係的壓力和緊張。美國主要的角色是要防

堵台灣和中國可能採取的挑釁性言論和行為，以免擦槍走火升高成軍事的

衝突和危機。雖然美國不能完全確保台海之間不會發生衝突和危機，但是

透過巧妙的政策安排或戰略佈局可以有效地化解台灣和中國對於美中台三

角關係所形成的壓力和困境。相較於前任柯林頓總統時期美中台三角關

係，小布希政府時期的美中台三角關係是較穩定的，雖然其中仍有一些零

星的衝突和脫軌事件的發生。換言之，小布希政府的政策安排和戰略佈局

如何促成美中台三角關係的和平及穩定是以下主要分析焦點。小布希政府

時期，美國對於美中台三角關係的戰略佈局，必須以國內的二元平衡和國

際的二元平衡之連結來分析。所謂國內的二元平衡是指美國國內對於中國

和台灣不同立場之間的平衡；而國際的二元平衡是指美國與中國的關係，

以及美國與台灣的關係之間的平衡。這種結合國內和國際雙元平衡的架構

可以說是促成美中台三角關係穩定之最主要的驅動因素。以下將從美國台

海政策的平衡、美國的政策分歧來分別說明。 

第一、美國台海政策的平衡。美國對於中國和台灣的政策維持平衡時

17，有助於美中台三角關係的和平和穩定。假如美國向台灣過度傾斜時，可

                                                        
16  請參閱美國國務院發言人Adam Ereli的每日簡報（Daily Press Briefing）（2006/2/28），相關

的資料可以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06/62260.htm連結獲得（2006/12/1）。 
17  國際政治學者 Philip Yang提到，美國對於台海問題已經採取一項清楚的平衡和嚇阻的

雙元戰略政策；平衡的戰略政策是指美國一方面扮演平衡者的角色，經由軍售台灣和加

強台灣的防衛來維持海峽兩岸的軍事平衡；另一方面美國利用與台北和北京的外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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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引起中國的反彈。同樣地，美國向中國過度傾斜時，中國會因此認為

美國較不支持台灣，而對台灣採取較強制性的行動，或是台灣認為美國不

再支持台灣，選擇片面改變現狀。也就是說，美國要採取一個較平衡的立

場，以避免另外兩方之不理性行為或強烈反彈。相較於前任柯林頓總統過

度強調與中國積極交往的傾斜立場18，小布希政府對於中國或台灣的政策基

本上維持一個較平衡的立場，一方面積極與中國進行經濟合作交流，另一

方面加強與台灣的軍事合作關係。追求這種政策平衡的優點在於美國不會

失去其對於中國或是台灣的影響力，亦即不會因為特別偏重一方，而使得

美國失去對於另外一方的影響力。換言之，美國維繫一個介於中國和台灣

的中間立場19，較能夠同時取信中國和台灣雙方，以及較能夠有效嚇阻中國

或是台灣進行破壞台海現狀的挑釁行為。更重要的是，美國也不會因為過

於照顧自己的一種利益，因而損害自己的另一種利益（如經濟和安全利益

的平衡）。第二、美國國內政策分歧的平衡。美國國內不同部門的政策分歧，

如對於中國和台灣的對立立場，可以分別緩和台灣和中國帶給美國的壓

力，使得美國在處理美中台三角關係方面有較大的彈性（國務院偏向中國、

而國防部偏向台灣）。如布希政府任命一些主張與中國交往以及美中朝向更

合作關係的人士擔任國務院的高級官員；另外任命一些視中國為美國未來

最大的威脅以及中國是一個美國要去圍堵和弱化的國家的人士擔任國防部

的官員；而國家安全會議則是扮演仲裁者而不是制訂者的角色（Lieberthal, 

2002: 5）。 

                                                        
來表達強烈支持海峽兩岸的和平；嚇阻戰略政策是指美國反對台灣和中國之任何一方進

行單邊的行動去改變現狀，相關的討論請見於Yang（2006: 11）。本文這裡所指的政策平

衡與前述的觀點不同，所謂的政策平衡是指美國就不同的政策選擇與台灣或中國合作，

藉此來平衡因為單一政策所可能造成對於美國利益的損害。 
18  更關鍵的是，假如美國在經濟交往政策上過度傾斜中國，再加上台灣對於中國的軍力嚴

重失衡的話，美中台三角關係的均衡會嚴重的受到破壞，使得台灣同時被中國和美國孤

立。這個失衡也是促成 1995、1996 台海危機的原因之一。 
19  就經濟合作方面，美國是向中國傾斜的；然而，就軍事交流而言，美國則向台灣傾斜。

所謂的中間立場是指美國就不同議題選擇與台灣和中國進行不同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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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上述兩種策略來看，當中國或台灣欲尋求對於美國的影響力時，

可以分別找到各自的施力點（台灣方面尋求戰略合作、中國方面尋求經濟

合作）。但無論如何，中國和台灣都不能使美國的台海政策全面的反轉，傾

斜於任何一方。而美國方面，可以充分運用國內的政策分歧，來化解中國

和台灣對於美國的過度要求。如中國以經濟交流為籌碼要求停止對台軍售

時，美國國務院可以國防部反對為由來回應中國的要求；另外一方面，台

灣以中國日益增加的飛彈威脅為理由欲提升與美國軍事交流層次時，美國

國防部可以國務院的反對聲音來加以回絕。因之，台灣和中國都不可能會

出現贏者全拿的情形，同時美國對於台海的議題擁有較大的裁量權，比較

不會受到中國和台灣所形成的決策限制之影響。以上是分析小布希政府時

期美國東亞的戰略佈局，以及解釋促成美中台三角關係和平和穩定的重要

原因。以下將分析美中台三角關係的另一個重要的面向──美國對於台灣的

安全政策。 

參、美國對台安全政策的理性意涵 

至於小布希政府時期的美中台三角關係為何比柯林頓時期更為穩定，

我們認為主要的原因是小布希政府在對台政策上，追求一種積極有條件的

二元平衡。此政策認為美國對於台灣安全做一個清楚和有條件的承諾，可

能是最符合美國利益20。在實質內涵上，美國一方面以強大的軍事力量來作

為防衛台灣安全的後盾，另一方面透過防衛性軍事武器的移轉讓台灣自己

防衛自己。這種看法的推論基礎在於將中國界定成修正主義者21。中國既使

在國家軍事武力和科技上無法趕上美國，但中國可以造成美國安全利益上

許多的問題，特別是當北京的領導人認為有限的軍事能力和強制性的戰術

                                                        
20  請參閱Christensen（2002: 20）。普林斯頓大學政治系教授Thomas J. Christensen（柯慶生）

目前擔任美國國務院東亞事務助卿，某種程度他的看法會影響美國布希政府的中國或台

灣的政策。 
21  Thomas J. Christensen（2001a: 7-8）認為中國同時是修正主義者以及對台灣議題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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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成為政治上有效的運用力量來對抗台灣或是美國，因此導致中國和美

國之間的戰爭（Christensen, 2001a）。在中國繼續快速的發展軍備的情況之

下，美國和台灣增加軍事安全合作22 是必要的，因為唯有有效的威脅和保

證雙重管道之下 23 ，才能使得美國對中國武力威脅台灣的嚇阻有效

（Romberg, 2003: 196）。另外，美國不僅必須採取行動嚇阻中國，也要確保

沒有意願支持台灣現在或是未來法理上的獨立而將中國逼入牆角

（Christensen, 1996）。也就是說，在目前的東亞情勢上，美國和台灣有限度

的軍事合作（出售台灣防衛性的武器）對於美國想要嚇阻中國對台的武力

威脅最有效。更重要的是，美國支持台灣必須與美國在亞洲的權力投射和

地位（美國在亞洲的利益）相連結，而不是美國對於台灣民主實踐的支持以及

不能理所當然認為，美國會不惜一切代替台灣介入台海戰爭（Wachman, 

2002）。 

從這種角度出發，美國有條件的軍售台灣，雖然會引起中國的抗議和

不滿，但是美國一方面在對台灣軍事武器移轉上獲得經濟利益24，一方面減

低美國自己在亞洲防衛上的負擔（特別是在台灣海峽），更重要的是因為台

灣和中國軍事力量的暫時平衡，使得美國可以避免因中國認知台灣軍力趨

於劣勢而傾向發動戰爭的情況之下，不得已被迫捲入台海的戰爭爭端。然

而，國際政治學者Thomas Christensen（2001a: 13）認為是政治、認知和強

制性外交，而不是太平洋的軍力平衡或是台灣中國的軍力平衡的因素將會

決定中國是否採取行動，導致中美關係的衝突。基本上，我們同意上述因

素（政治、認知和強制性外交）會影響中國的動武，但如果台灣和中國軍

                                                        
22  Thomas J. Christensen（2001a: 35）具體建議為了增強嚇阻，美國應該移轉台灣所需要

的防衛性能力以抵抗中國方面既定事實的佔領策略以及提供美國足夠時間可以代替台

灣介入，假如美國選擇這樣做的話。 
23  Thomas J. Christensen（2001b: 164）提到，只有棍子和蘿蔔可能對其他人有轉變性的效

果以及睿智的外交應該包含兩者而不是只有其中之一。 
24  自 1988 年以來，以美元為單位的話，台灣一直是美國第二或是第三大武器輸出國也是

美國在亞洲最大的顧客，超過其他與美國有盟約的國家日本、韓國和澳洲（轉引自

Goldstein & Schriver, 2001: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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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嚴重失衡，中國對台動武的能力和信心會增加進而堅定其動武的決心，

這可能是更重要的決定因素。對於美國來說，如何避免捲入台海戰爭25又能

同時維持其在亞洲既有的霸權地位是主要的戰略思考方針。美國在國家安

全利益及經濟利益上的天秤維持平衡，一方面嚇阻中國對台動武，以免威

脅美國作為東亞霸權的現狀，另一方面維持與中國積極交往，以鞏固美國

的經濟利益。在美國無法抑制中國減少對台灣的武力威脅例如持續增加瞄

準台灣的飛彈部署26 的情況下，這種雙重的平衡最符合美國的利益。 

然而，這雙重平衡的成功與否必須建基於兩個條件。第一、美國是否

可以有效安撫中國對於軍售台灣的不滿和抗議27。第二、對於台灣民主化的

議程如追求自主以及不能追求台灣獨立等劃定界限，以免美國在對中國嚇

阻的同時，失去了對中國某種程度的信用，導致中國尋求機會和藉口來進

行動武，最後美國被迫捲入戰爭。對於美國來說，這種雙重平衡政策的壓

力28在於中國會透過與其他議題的掛勾對於美國有限軍售台灣的立場施加

壓力，而美國如何去因應這些壓力變得非常重要。另外，對於台灣方面，

美國則必須有效控管台灣因應憲政改革的議程的進展與台灣獨立的關聯

性，以避免緊張態勢的升高。 

當然，以國家實力來說，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強權對於小國台灣比大國

中國作為亞洲地區強權的約束力來的大。整體來說，可以合理的推論當美

                                                        
25  日前，美國正對伊拉克進行戰爭和重建的工作。雖然美國傷亡人數持續增加，並沒有使

美國立刻撤軍，因此有關中國認為美國在傷亡人數增加時，一定會撤軍的認知

（Christensen, 2001a），遭到挑戰。換句話說，美國的戰爭行為不一定會根據過去的模

式演變，主要還是視美國總統的決心、國內政治動態以及人民的反應而定。 
26  美國國防部估計，以目前的速度，中國已經部署瞄準台灣飛彈有 150 顆到 2005 年會增

加到 650 顆（引自於Shambaugh, 2000b: 103）。事實上，目前中國部署瞄準台灣的飛彈

已經接近八百枚。 
27  對於美國回應中國最好的可能理由之一，很諷刺的是，中國一直持續增加瞄準台灣的飛

彈，所以美國願意持續軍售台灣。 
28  Wu, Yu-shan（1996: 26-52）在分析美中台三角關係中也提到，美國居於三角關係中的最

核心角色，會面臨一方面其他兩個國家（台灣、中國）會向其討好，但同時兩個國家也

會要求美國與另外一方保持距離的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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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無法對中國的軍事擴張有效的約制或是中國將武器擴散給所謂的流氓國

家（rouge states）等行為進行有效的約束時，台灣的問題或是軍售台灣就成

為美國手中對抗中國的談判籌碼（bargaining chips）之一29。因此，台灣對

於美國不單純只有所謂的名聲上的利益，更關鍵的是台灣在美國東亞戰略

安全的佈局下，是其在亞洲維持霸權地位，以及對抗中國崛起可能會威脅

到其亞洲的霸權地位（如果這些是美國所想要達成的目標之一的話）的一

個重要盟友。同時，美國如何處理台灣的問題，對於美國在東亞的其他盟

友具有指標性的作用。當台灣無挑釁中國，而中國仍選擇以武力攻打台灣

時，美國如果選擇不介入會使得美國的安全承諾受到其他東亞盟友的質疑。 

另外，為什麼美國與台灣有限度的軍事合作會比所謂台灣單靠美國的

防衛更能夠嚇阻中國動武的原因是台灣防衛力量的相對優勢可以直接降低

中國對台的嚇阻或是直接動武成功的可能性。換句話說，台灣對中國的直

接嚇阻，以及加上美國對中國的間接嚇阻之雙重軍事嚇阻（a double military 

deterrence）會比美國單方面對中國的嚇阻更有效。更重要的影響是，讓台

灣具有相當的防衛能力可以減少美國介入台海軍事衝突的機會，以及同時

降低美國與中國直接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如果台灣只單靠美國防衛台灣的

話，可能會造成中國錯誤地假定美國在防衛台灣的決心模糊（1995、1996

年中國對台試射飛彈的台海危機即是明證）。強調台灣單靠美國防衛而不需

要由美國提供軍事武器的看法是所謂單邊平衡的看法，認為只要美國與中

國的關係保持平衡即可，美國與台灣的關係不需要維持平衡。同時認為美

國在台灣只有所謂名聲上的利益（reputational interest），在台灣不宣佈獨立

的條件下，美國會試圖嚇阻中國對台灣使用武力，以維持美國在東亞地區

安全承諾的信用（Ross, 2002: 48-85）。這種立場的邏輯代表美國以強大優

勢的軍事力量扮演防堵者的角色，防止中國以武力統一台灣，破壞東亞的

和平秩序。甚至，這種看法認為目前台灣並沒有具備所謂像在冷戰初期的

                                                        
29  當然，其他的籌碼可能是中國的人權、環保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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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防線的戰略利益30，所以增加軍售台灣、鞏固防衛合作以及較密切的台

海外交連結會暗示美國支持正式台灣獨立，甚至會破壞美國和中國的雙邊

合作（Ross, 2002: 55）。也就是說，美國只要負責嚇阻中國對台以武力謀求

統一的實際行動，並不需要介入台灣對中國的軍事平衡。 

然而，上述這種觀點要成立，必須建立於一個基本的假定之上。在國

際政治的架構之下，中國必須是一個維持現狀的國家31，而不是挑戰現狀的

修正主義國家。如果中國是一個所謂修正主義的國家（Christensen, 2005b; 

Shambaugh, 2000a），在特殊情況之下，美國對於中國的嚇阻可能會無效（特

別是對台灣的議題上）。甚至，中國是一個擁有核武的國家，對於美國的嚇

阻，中國有一定的籌碼來回應（Christensen, 2005b）。另外，當台灣和中國

軍事失衡嚴重時32， 中國以武力統一台灣的可能性會因此升高，而且中國

方面可能會以美國停止軍售台灣的行動，判斷美國對於防衛台灣的決心已

經變弱。上述這些理由會導致美國對於中國軍事方面的嚇阻政策可能無法

達成原先設定的期望。對於台灣也會產生在美國可能在中國攻擊台灣的情

況下不一定會介入的疑慮。 

雖然美國的軍事能力佔有絕對的優勢，但如果台灣、中國軍力嚴重失

衡，中國對於台灣的立場將會更強硬，可能會以各種方式脅迫台灣接受一

                                                        
30  Ross援引美國前國務卿Dean Acheson在 1950 年（1 月）對美國國會的聽證證詞中，談到

中國佔領台灣將會使得中國的權力投射朝向沖繩島（Okinawa）推進五十海哩而已，來

說明中國佔領台灣不會嚴重影響美國在東亞的戰略安全利益，請參閱Ross（2002: 55）。 
31  Johnston以中國積極參加國際組織如WTO、中國簽署及遵守『全面測試禁止條約』

（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中國雖然違反個人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方面的人

權，但是在經濟人權方面改善許多、中國沒有改變其所參加國際組織的規則之行為和中

國對於美國在亞洲的優勢並沒有抗衡的意圖等來界定中國目前是現狀主義的國家。然

而，Johnston也提到中國對台灣問題的動武決心和過去針對台灣的軍事演習行為確實是

證明中國是一個維持現狀的國家的例外，相關的討論請參閱Johnston（2003）。另外，

Shambaugh提到中國加入多邊組織是在符合自己的特定國家利益，而不是對國際行為的

規範有任何的承諾，請參閱Shambaugh（1996: 207）。 
32  Shambaugh認為，以目前的情勢來看，大約 2005 年之後，中國的傳統武力將會超越台

灣，假如美國沒有出售高科技的武器給台灣的話，請參閱Shambaugh（20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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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兩制（one country, two systems）33。甚至，這樣可能會造成相反效果，促

使台灣在四求無門的情況下，追求以公民投票的方式來實踐法理獨立或是

直接宣佈台獨，導致中國對台動武。這些結果都不會符合美國對於海峽兩

岸和平解決的立場以及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利益。如Robert Jervis所談到嚇

阻理論（deterrence）的核心論點，是當一個侵略者相信現狀的權力者在能

力和決心上是弱的時，危險會增加（Jervis, 1976: 58）。當中國相信台灣的

軍事能力是比中國弱的時候，海峽兩岸的軍事緊張將會升高。因此，台灣

海峽的軍事平衡將是決定中國是否以武力改變台海現狀的關鍵因素之一。

另外，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國軍售台灣會促成台灣和中國之間的軍備競賽

（arms race），以及形成所謂安全兩難的困境（security dilemma）（Yang, 

2006: 221）。所謂安全兩難困境是指涉當一個國家為了自身的安全增加軍備

時，常常會被其他的國家認為是對其威脅，因此也積極增加軍備來因應那

樣的威脅（Jervis, 1976）。然而，實際上，台灣和中國之間很難形成安全兩

難的困境。主要的原因是，台灣並沒有攻擊中國的能力和決心。目前台灣

擁有的武器和美國欲提供的武器皆屬於防衛性質，而非攻擊性質。因此，

台灣要成功地攻打中國的可能性較低。同時，台灣已經放棄過去反攻大陸

的使命和任務。亦即，台灣並沒有攻擊中國的決心。其次，美國軍售台灣

所造成的影響，不在於促成中國和台灣的安全兩難困境，而是那樣的行動

很容易被中國解讀成，美國支持台灣獨立或是保護台灣獨立。但因為美國

只願意出售所謂防衛性質的武器給台灣，很難證成美國支持台灣獨立的立

場。更重要的是，中國持續增加對於台灣的武力威脅可以讓美國合理化軍

售台灣防衛性武器的行為。但是，假如美國提供攻擊性武器給台灣，不僅

中國會認為美國支持台灣獨立，而且會真正造成中國和台灣的軍備競賽或

是安全兩難的困境。簡而言之，這種有條件的軍售，可以讓美國同時完全

兩項任務：第一、台灣可以因應中國持續增加飛彈威脅所帶來的壓力、第

二、減低美國直接捲入台海爭端的可能性。這兩項任務也較符合美國在東

                                                        
33  一國兩制目前在台灣沒有市場，原因之一是一國兩制在香港運作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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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所追求的利益。 

肆、美中台三角關係的策略互動 

當前美中台三角關係究竟呈現出什麼樣的結構？國際政治理論如何解

釋這樣的關係，是本節討論的重點。根據國際政治之結盟理論，當一個國

家面對外在威脅時，通常會選擇抗衡或是扈從兩種的方式來加入聯盟以茲

因應34。然而，個別國家規模的大小，也會影響其結盟策略的不同。例如，

大國和大國之間的互動，除了抗衡和扈從兩種極端的方式之外，也存在相

互平等對待的方式。而小國對於大國通常只能在抗衡和扈從之間作選擇。

以國家實力而言，美中台三角關係是由兩個大國和一個小國所組成。在三

角關係的架構中，美國對於中國所採取的策略，會影響台灣對於中國以及

中國對於台灣的策略。如先前所敘述，美國目前對於中國是採取所謂的避

險策略：一方面以平等互惠的方式與中國進行經濟交流；另一方面，與一

些亞洲國家加強聯盟的關係來對抗中國的崛起。台灣作為一個小國，對於

美國通常只能採取扈從的立場，而不太可能採取抗衡的策略。同時，美國

作為一個領導的大國也希望扈從於她的小國選擇相同的策略。因此台灣對

於中國的策略與美國對於中國的策略極為相似，一方面在經濟面向上，持

續與中國進行交流，但另一方面在軍事安全上，選擇與中國進行抗衡的策

略。另外，中國在經濟上與美國進行持續的交流，但在軍事上仍然對於台

灣持續增加飛彈威脅的抗衡策略。因之，美中台三方的互動情形如下：美

國透過軍事合作的機制來確保台灣的和平，以及更重要的是在防止台灣完

全扈從於中國，甚至最後聯合起來抗衡美國；中國在與美國的經濟合作中

獲取利益，以及運用合作作為槓杆，來要求美國制止台灣追求獨立，同時

中國自身透過武力的威脅來嚇阻台灣追求獨立；台灣方面則是尋求防衛能

                                                        
34  請參閱Walt（1987）。有關抗衡和扈從的中文翻譯，本文採用吳玉山教授的觀點，請參

閱吳玉山（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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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提升，以防止中國以武力統一或是併吞台灣，但同時台灣也需符合美國

的期待，避免進行挑釁行為使得美國受到中國的施壓，甚至是導致中國動

武，使得美國面臨介入與否的困境。 

目前美中台三角關係的現狀35，是一種暫時的均衡。這種暫時的均衡是

促成三角關係的和平和穩定的主要原因36，暫時均衡的特徵如下：假如台灣

要追求片面的現狀的改變會面臨美國和中國的反對；同樣地，假如中國要

追求片面的現狀改變也會遭致美國和台灣的反彈；美國作為三角關係中平

衡者的角色，也需要維持一個巧妙的平衡，亦即透過不同政策的安排使中

國和台灣認為美國不完全偏向或是傾斜於任何一方。這個由美國所主導的

暫時均衡狀態與美國在台海所追求的策略目標和戰略利益是相符合的。假

如美國方面選擇美中關係的強化，但意謂著美台關係因此而倒退的話，會

使得美中台三角關係失去均衡。甚至，可能導致中國認為美國不支持台灣

或對台採取更強制的外交或是軍事策略。然而，如果美台外交和軍事關係

的過度強化，也可能會破壞美中的經濟合作關係和信任。由於中國持續增

加對台灣的飛彈威脅，反而使得美國可以合理化其與台灣的軍事交流和合

作。更重要的是，美台的軍事合作關係也必須視為是美國在東亞推動的軸

心政策的一環。這個政策主要的策略目標是去抗衡中國在東亞競逐美國的

霸權地位。綜觀之，美國巧妙維繫的平衡政策使得美中台三角關係的均衡

狀態能夠維持一個較和平和穩定的態勢。 

 

                                                        
35  美中台三方對於現狀的界定完全不同。美國要維持一個和平的現狀以及警告任何會改變

現狀的單邊行動；中國的現狀是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以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對

於現狀的定義是台灣視自己為主權獨立的國家以及拒絕任何與目前的中國政權統一的

形式，相關的討論請見於Yang（2006: 216-19）。 
36  相反地，一位長期關注美中台三角關係的學者認為，目前的美中台三角關係是一種僵局

的現狀，而且這種現狀是不穩定的，其會在有限的緊張或衝突以及在可以接受的僵局兩

者之間循環，相關的討論請參閱Goldstein（2002）。本文的觀點認為雖然現狀是會改變

的，但透過策略或政策的平衡可以使得現狀達成一種促成穩定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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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 

後冷戰時期東亞的權力結構出現了一項根本性變化──中國成為一個

快速崛起的大國，並且極力擴展其在亞洲的影響力，甚至已經挑戰和威脅

美國在東亞的霸權地位。因之，美國欲維持其在東亞的霸權地位會面臨到

幾種不同的兩難。第一個兩難是美國必須與中國進行合作以促進經濟利

益，但同時需要防堵中國之戰略影響力的擴大，因而威脅美國在亞洲的霸

權地位。第二個兩難是美國做為民主理念的傳道士角色，如何防止中國以

武力脅迫民主的台灣實現統一或如何和平處理台海的問題以做為其他亞洲

民主國家的典範，但同時也必須因應台灣民主化之後，欲提升其國際地位

的要求。因此，美國如何在這些兩難中維持一個巧妙的平衡，對於美國在

亞洲的霸權地位有關鍵性的影響。其次，台灣的安全問題是美國處理台海

問題的核心。當台灣與中國出現嚴重的軍力失衡時，可能會促成中國對台

動武的決心和行動。這時美國將面臨是否介入台海戰爭或與中國直接作戰

的困難抉擇。透過對台軍事技術的轉移和保證可以減少美國直接介入台海

戰爭的可能性。本文主要的發現如下：第一、小布希政府時期，結合國內

和國際雙元平衡的架構是促成美中台三角關係和平和穩定最主要的驅動因

素；第二、台灣對於美國的戰略利益不只是維護美國在亞洲上的名聲利益

而已，而且是美國維持亞洲霸權的試金石；第三、美國維持一個軍事雙重

嚇阻的態勢，亦即台灣對中國的直接嚇阻，以及加上美國對中國的間接嚇

阻之雙重嚇阻會比美國單方面嚇阻中國對台動武更為有效。第三、美中台

三角關係的現狀是一種穩定而暫時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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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aiwan issue is not only a possible flashpoint for staging war in 

the world, but it also represents the greatest potential for conflict between 

two great powers (the U.S. and China).  Having maintained a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toward China accounts 

for the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why Washington-Beijing-Taipei relations have been remarkably 

stable and peaceful during the George W. Bush administration.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U.S. has delicately combined a domestic dualist balance 

with an international dualist balance, which has been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aiwan not only provides the U.S. important ground 

to build reputed interests there, but the country also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touchstone for American strategic dominance in East Asia; 

constructing a military double deterren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has 

been in the best interest, strategically, for America in East Asia; the 

temporary equilibrium among the three states has facilitated a stability in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much stronger than before.  

Keywords: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domestic dualist balance, international 
dualist balance, military double deterrence, tempo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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